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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关于第3297/ 2019号来文的意见[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五届会议(2022年6月27日至7月27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塔尼亚·阿布多·罗乔利、瓦法阿·阿什拉芙·穆拉哈姆·巴西姆、亚兹·本·阿舒尔、阿里夫·布尔坎、马哈古卜·哈伊巴、古谷修一、马西娅·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科鲍娅·查姆贾·帕查、埃莱娜·提格乎德加、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和根提安·齐伯利。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08条(a)款，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没有参加对来文的审议。]  [4: 	***	本文件附件所附的是委员会委员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和瓦法阿·阿什拉夫·穆哈哈拉姆·巴西姆的反对意见。] 

	来文提交人：
	Oriol Junqueras i Vies、Raül Romeva i Rueda、Josep Rull i Andreu和Jordi Turull i Negre (由Nico Krisch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18年12月18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7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9年2月1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2年7月12日

	事由：
	在对据称的叛乱罪进行刑事调查期间暂停一个地区议会议员的职务

	程序性问题：
	同一事项在另一国际调查程序下审议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投票和选举；参与公共事务

	《公约》条款：
	第二十五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1	来文提交人是Oriol Junqueras i Vies、Raül Romeva i Rueda、Josep Rull i Andreu和Jordi Turull i Negre。提交人是西班牙国民，分别生于1969年4月11日、1971年3月12日、1968年9月2日和1966年9月6日。他们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们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1985年4月25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辩护律师代理。
1.2	在最初提交的材料中，提交人请委员会敦促缔约国采取临时措施，撤销对他们公职的暂停，直到对他们进行审判，以及用尽他们可能提出的上诉。2019年2月1日，委员会通过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就提交人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提交意见。缔约国于2019年3月1日提交了意见，并于2019年4月3日提交了补充资料。2019年5月22日，提交人提交了关于临时措施请求的补充资料，缔约国要求中止来文。[footnoteRef:5] 2019年9月10日，提交人就缔约国要求中止来文提交了评论。 [5: 		缔约国于2019年11月23日提交了新的终止请求。] 

1.3	2020年7月22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通知各方，鉴于诉讼程序的进展，提交人关于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已无实际意义。然而，委员会拒绝了缔约国关于终止来文的请求，因为这些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所称过去侵犯提交人权利的行为没有发生。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前成员。Junqueras先生为副主席，Romeva先生、Rull先生和Turull先生为部长。他们声称，他们以支持独立的纲领当选，他们帮助发起和支持2017年的独立公投。
2.2	2017年9月6日，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了第19/2017号法令，授权举行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2017年9月7日，宪法法院暂停了该法案，等待对其合宪性的裁决。尽管如此，公投于2017年10月1日举行，43%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参加全民投票的人中共有92%投票赞成独立。提交人指出，公民投票当天，缔约国派往加泰罗尼亚的约6,000名警察进行了严厉干预。结果，约900人受伤，许多公民投票组织者被捕。
2.3	2017年10月17日，宪法法院裁定第19/2017号法令违宪，无效。提交人声称，加泰罗尼亚议会和政府邀请缔约国政府进行对话，以期和平解决宪法危机，并接受国际调解。然而，缔约国政府拒绝了这一邀请。2017年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独立，并立即被缔约国政府根据《宪法》第155条解散。缔约国政府定于2017年12月21日举行新的地区选举。[footnoteRef:6] [6: 		在这些选举中，提交人作为主要的支持独立政党(Junts per Catalunya和Esquerra Españana)的主要代表获得当选，这些政党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 

2.4	2017年10月30日，缔约国总检察长以叛乱罪和挪用公款罪对提交人提起刑事诉讼。2017年11月2日，国家高等法院调查法官裁定，提交人应受到审前拘留。2017年11月24日，最高法院对有关的刑事诉讼行使管辖权。2017年12月4日，最高法院维持了对Junqueras先生进行审前拘留的决定，并为释放Romeva先生、Rull先生和Turull先生设定了保释金。
2.5	2018年3月21日，最高法院调查法官正式授权决定对提交人提起刑事诉讼。2018年3月23日，同一名法官发布命令，延长对Romeva先生、Rull先生和Turull先生的拘留。提交人从那时起一直处于审前拘留，只能通过代理投票的方式参与议会事务。他们要求出席议会会议的请求遭到拒绝。Turull先生在第二次被审前拘留时曾是加泰罗尼亚主席候选人，但被阻止作为候选人参加定于次日(2018年3月24日)举行的选举。2018年5月，Rull先生和Turull先生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政府部长，但被阻止就职。2018年6月26日，最高法院上诉庭驳回了对调查法官的决定的上诉，允许启动刑事诉讼的裁定。
2.6	2018年7月9日，调查法官宣布调查阶段已经完成，并通知加泰罗尼亚议会，提交人已被暂停(自动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公职和职位，议会主席团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执行法律规定。[footnoteRef:7] [7: 		最高法院，2018年9月9日第20907/2017号令，第11页。] 

2.7	提交人申明，缔约国《刑法》第472条所载的叛乱罪定义规定：“凡为下列任何目的发动暴力和公开起义者，将被控叛乱罪：1. 废除、中止或修改全部或部分宪法。[……] 5. 宣布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独立[……]”。他们补充说，缔约国《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规定：“一旦签署了拘押令，并下令对武装团伙成员或同伙、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所犯罪行进行审前拘留，担任公职的被告在监禁期间将自动被停职”。
2.8	2018年7月30日，最高法院上诉庭驳回了提交人对调查法官裁决的上诉。据提交人称，法院指出，第384条之二自动生效，符合提交人的政治权利。Junqueras先生和Romeva先生以及Rull先生和Turull先生分别于2018年9月19日和2018年10月10日向宪法法院提交了保护宪法权利的申请，反对最高法院的决定。他们还要求采取预防措施，暂缓执行暂停其职务的决定。提交人指出，在提交个人来文时，宪法法院尚未就案情或关于采取预防措施的请求作出裁决。2018年10月24日，最高法院宣布对提交人的叛乱罪等口头诉讼程序开始。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除非有法律规定的客观和合理的理由，并包括公正的程序，否则不得中止或排除他们行使《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政治权利。[footnoteRef:8] 他们补充说，在对选举获胜的候选人施加限制从而损害选民意愿的表达自由时，必须提出特别有力的理由。[footnoteRef:9] 当限制如本案那样不是针对政治团体的个别代表，而是针对其领导人时，并且当限制是在刑事审判结束之前根据程序保障措施实施时，就应受到特别的审查。提交人声称，停职：(a) 没有法律规定的合理和客观理由；(b) 是任意的，因为没有考虑到提交人的个人情况；(c) 没有受到正当程序和公正性的保障。[footnoteRef:10] [8: 		Paksas诉立陶宛(CCPR/C/110/D/2155/2012)，第8.3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4和第16段。]  [9: 		《公约》第二十五条(乙)项。]  [10: 		鉴于这些意见中通过的结论，为简明扼要，提交人关于(b)和(c)点的论点以及缔约国的意见的篇幅已大大减少。] 

3.2	关于第一点，提交人辩称，法律没有规定暂停其职务，因为根据国内法，只有为某些目的，包括宣布缔约国部分领土独立而发动暴力和公开起义(见第2.7段)，才构成叛乱罪。他们补充说，暴力因素是叛乱罪定义的核心，《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将叛乱等同于恐怖主义和武装团伙成员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提交人解释说，对最高法院来说，暴力因素存在于一项政治计划中，涉及利用民众抗议对缔约国施加压力。[footnoteRef:11] 提交人补充说，最高法院认为暴力是两起事件的特征。第一次是在2017年9月20日举行的示威活动，总体上是和平的，只有少数参与者对警车造成损坏。第二次是2017年10月1日举行的公投，尽管正如世界各地的记者所报道的那样，当天唯一的暴力行为是由试图闯入挤满公民的投票站的警察实施的。提交人声称，在这两起事件中，他们和加泰罗尼亚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一直敦促公民严格以和平方式行事。 [11: 		最高法院，刑事庭，2018年6月26日第20907/2017号特别案件，第26页。] 

3.3	提交人辩称，这些事件通常不会被描述为暴力事件。他们指出，德国法院就引渡加泰罗尼亚政府前主席Puigdemont先生作出的裁决强调了这一点。该法院指出，Puigdemont先生打算利用民主手段使分离主义事业合法化，有一个放弃暴力的不成文协议，根据德国法律，归咎于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footnoteRef:12] 正如提交人所指出的，法院指出，在社会民主国家，《宪法》要求刑事司法系统在干预政治争端时实行克制。[footnoteRef:13] 有鉴于此，法院驳回了以叛乱罪引渡Puigdemont先生的请求。[footnoteRef:14] 提交人指出，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呼吁缔约国当局不要以叛乱罪起诉加泰罗尼亚政治领导人：“我感到关切的是，对不涉及暴力或煽动暴力的行为提出叛乱指控，可能会干涉公众抗议和持不同政见的权利。”[footnoteRef:15] [12: 		石勒苏益格州高等法院，1 Ausl (A) 18/18 (2018)，2018年7月12日，第9和第10页，由一位官方翻译员译成西班牙文，由提交人提供。]  [13: 		同上，第10页。]  [14: 		法院允许了对挪用公款罪的引渡请求，因此缔约国的调查法官撤销了欧洲逮捕令，以防止引渡仅限于该罪行。]  [15: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18/04/un-expert-urges-spain-not-pursue-criminal-charges-rebellion-against?LangID=E&NewsID=22928.] 

3.4	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选择对暴力行为作出歪曲的解释，背离了宪法法院以前所作的限制性解释，宪法法院承认，叛乱顾名思义是由意图非法使用战争武器或爆炸物破坏宪法秩序的团体进行的。[footnoteRef:16] 提交人指出，调查法官在2018年7月9日就停职问题作出裁决时没有提到这一判例法。提交人指出，约有100名西班牙法律专家表示反对指控提交人犯有叛乱罪的决定，[footnoteRef:17] 理由是必须发生暴力起义才能构成这一罪行。2018年底，120多名法律专家重申了这一观点。[footnoteRef:18] 他们补充说，甚至缔约国的总检察长也决定不提出叛乱指控，使她的立场与调查法官和对提交人提出指控的其他各方(缔约国检察官和Vox政党)的立场不同。他们解释说，她仅限于对煽动叛乱、不服从命令和挪用公款等罪行提出指控，这些指控都不会导致自动暂停公职。 [16: 		宪法法院，第199/1987号判决，1987年12月16日，第20页。]  [17: 		“[……]我们认为，如果认为这些事实构成《刑法》第474条规定的叛乱罪，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理由很充分，这一罪行的结构要素－暴力－不存在。参议院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将这一要求列入罪行定义，以便将其适用限于与本案不相符的最严重情况[……]，”https://www.eldiario.es/opinion/tribuna-abierta/legalidad-penal-proceso-independentista_129_3073315.html.]  [18: 		见https://www.eldiario.es/opinion/tribuna-abierta/banalizacion-delitos-rebelion-sedicion_129_1824859.html。] 

3.5	提交人辩称，对法律的这种解释也是不合逻辑的。他们声称，如果参加民众抗议以期对国家施加压力，使其进行宪法改革，是中止政治任务的理由，那么政府就可以完全无视《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保障。提交人辩称，他们的案件可与此类情况相比较：即“政党如和平宣传不为政府或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思想的”，[footnoteRef:19] 其活动就受到限制，因为这事关赞成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大多数领导人被停职。他们解释说，据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必须证明，禁止结社和对参加这类组织的个人提出刑事起诉，是避免对国家安全或民主秩序造成实际而不仅仅是假设的危险所必需的，而且不太具有侵入性的措施不足以实现同样的目的。[footnoteRef:20] [19: 		Lee诉大韩民国(CCPR/C/84/D/1119/2002)，第7.2段。]  [20: 		同上。] 

3.6	关于第二点，提交人说，限制《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权利的决定必须考虑到每个案件中干涉的严重性和理由的力度。他们认为，《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的自动适用没有给这种个别评估留下任何余地。他们的结论是，最高法院的广义解释导致个人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被暂停公职，因此，如果不对每一案件施加限制的理由进行进一步的个别审议，就不能认为这一措施是相称的。
3.7	关于第三点，即最后一点，提交人说，《公约》第二十五条要求，解除当选官员职务的理由应在包含公正和公平程序的条款中加以规定(见第3.1段)。他们的理解是，根据《公约》，这种情况下不能完全排除将某人免职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解职始终必须受到审查，有特殊理由，并符合程序完整性的高标准。他们回顾，委员会确定，在一个政府的反对派在调查后被定罪或送交审判的案件中，任何中止或损害其投票权或竞选权的行为，如果是在不遵守正当程序的审判中造成的，都可被视为任意行为。[footnoteRef:21] 提交人声称，对他们的停职不符合《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正当程序审查的高标准，除其他外，这使人对有关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严重怀疑。 [21: 		Scarano Spisso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CCPR/C/119/D/2481/2014)，第7.12段；Nasheed诉马尔代夫(CCPR/C/122/D/2270/2013和CCPR/C/122/D/2851/2016)，第8.6段。] 

3.8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提交人辩称，他们已经用尽了所有可用和有效的补救办法，以争取撤销对他们的停职。他们认为，尽管他们都在2018年10月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宪法权利保护申请，包括要求采取预防措施，但这些申请不能说产生了效力。他们解释说，2018年12月11日，宪法法院驳回了在一起平行案件中采取预防措施的请求，在这起案件中，公民要求撤销对提交人的停职，理由是停职侵犯了他们自己的表决权。提交人指出，在该案中，法院没有考虑预防措施是否会成功，而只是将其决定基于这样的论点，即撤销暂停将等同于预期可能会有一个有利于保护申请的裁决。[footnoteRef:22] 提交人辩称，这一推理也可适用于他们自己提出的采取预防措施的请求，因此，这些请求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指出，政治权利对时间的推移特别敏感，[footnoteRef:23] 暂停他们的职务将使他们的选举胜利无效，因为宪法法院平均需要两年时间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裁决，甚至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们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就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言，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申请不再值得考虑，因为它无法防止对他们权利的不可弥补的损害。[footnoteRef:24] [22: 		宪法法院，第5342-2018号宪法权利保护令申请，2018年12月11日。]  [23: 		例如，Lukyanchik诉白俄罗斯案(CCPR/C/97/D/1392/2005)，第7.4段。]  [24: 		Lubicon Lake Band诉加拿大，第167/1984号来文；Weiss诉奥地利(CCPR/C/77/D/1086/2002)。] 

3.9	提交人请委员会宣布：(a) 暂停他们的职务违反《公约》第二十五条；(b) 要求缔约国及其所有机构撤销停职。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20年11月20日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中指出，提交人同意在停职期间由其议会小组的其他成员接替。它补充说，除Romeva先生外，所有提交人均于2019年5月17日辞去自治议会议员职务，以担任他们于2019年4月当选的国民议会众议员。[footnoteRef:25] 它解释说，2019年10月14日，最高法院刑事庭判定提交人犯有煽动罪，而不是叛乱罪，并立即撤销了对Romeva先生的自治议会停职。 [25: 		Romeva先生当选为参议员，根据国家法律，这符合自治议会的成员资格。] 

4.2	首先，缔约国辩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在来文提交时，尚待审理的宪法权利保护申请尚未得到解决。它解释说，宪法法院分别于2020年1月28日和2月25日对这些申请作出裁决。它辩称，尽管提交人声称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申请无效，但他们对国内补救办法的有效性的怀疑并不能免除他们用尽这些补救办法的责任，[footnoteRef:26] 他们必须作出应有的努力来利用这些补救办法。[footnoteRef:27] 它指出，提交人必须证明现有补救办法无效。[footnoteRef:28] 最后它补充说，委员会确定，推迟两年审议宪法诉讼并没有被不适当地拖延。[footnoteRef:29] [26: 		除其他外，J.B.诉澳大利亚(CCPR/C/120/D/2798/2016)。]  [27: 		V.S.诉新西兰(CCPR/C/115/D/2072/2011)，第6.3段。]  [28: 		除其他外，O.K.诉拉脱维亚(CCPR/C/110/D/1935/2010)，第7.4段。]  [29: 		Zündel诉加拿大(CCPR/C/89/D/1341/2005)，第6.3段。] 

4.3	第二，缔约国辩称，《公约》第二十五条没有遭到违反，因为《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规定了停职措施。这一条符合《公约》，因为所涉措施是合理和客观的，而且在提交人的案件中是以个人化和相称的方式适用的。
4.4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是否符合《公约》的问题，缔约国确认，该条是1988年制定的，并于1994年由宪法法院宣布符合宪法。因此，不能说通过这项决定是为了限制提交人的权利。[footnoteRef:30] 缔约国辩称，这一程序规则所规定的暂停就业和公职的措施是：(a) 维护民主社会所必需的，因此是合理的；(b) 客观，因为其目的具有一般范围，不针对任何特定个人；(c) 相称，因为归咎于个人的攻击是对民主社会本身的攻击；及(d) 在刑事诉讼已进入后期阶段时采用，即，在已发出拘押令和已下令审前拘留之后。 [30: 		宪法法院第71/1994号判决。] 

4.5	关于第384条之二，缔约国辩称，对提交人适用该条是：(a) 根据该条本身规定的要求；(b) 以个人化的方式确保对提交人政治权利的限制尽可能适度，并尽可能不损害他们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中的政治团体的利益。关于第一点，缔约国声称，对提交人适用第384条之二的方式符合该条规定的要求。在这方面，提交人：(一) 被控犯有叛乱罪；(二) 被审前拘留；及(三) 对他们的拘押令已发出。[footnoteRef:31] 关于第二点，缔约国解释说，在2018年7月9日发布命令时，尚未完成对提交人的个别适用暂停措施。相反，正如该命令本身所表明的那样，加泰罗尼亚议会负责执行该命令。缔约国解释说，加泰罗尼亚议会以个别化的方式执行了这项决定，以确保议会多数不被改变。为此，议会用同一团体的其他议员替换了被停职的议员，这一措施得到了提交人议会团体和提交人本人的批准。[footnoteRef:32] 因此，缔约国辩称，中止不是“自动的”，因为它需要议会的参与，而议会在实施中止时，对提交人的政治权利，进而对其议会团体的权利限制最少。它强调，提交人同意由其议会小组的其他成员接替，尽管实际上只有Romeva先生被接替，因为他是提交人中唯一没有辞去自治议会席位的人。它补充说，暂停措施于2019年10月14日被撤销，当时最高法院裁定叛乱罪不成立，因为缺乏宪法所要求的工具性暴力元素。[footnoteRef:33] 因此，调查法官立即撤销了对Romeva先生的停职措施。 [31: 		缔约国转载了宪法法院第11/2020号判决第21525-21531页的案文，发表于2020年2月29日西班牙官方公报。]  [32: 		缔约国解释说，这一措施是根据代表加泰罗尼亚议会的律师于2018年7月17日发布的报告采取的。报告载有对处理提交人暂时停职的两种可能办法的评估。]  [33: 		第459/2019号判决。] 

4.6	关于提交人声称，即法院不公正，以及为了镇压独立运动而提起了一个涉及叛乱罪的诉讼，缔约国强调最高法院――提交人认为它有偏向――裁定叛乱罪不成立，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暴力是工具性的。[footnoteRef:34] 委员会认为，这表明缔约国的司法制度运作正常，因为对调查和审判阶段作了区分，而且刑事诉讼的两个阶段是绝对分开的。它辩称，这些程序令人满意地处理了提交人的主要论点，即没有犯叛乱罪。 [34: 		同上。]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在2021年3月7日的评论中，提交人重申了其初次提交的关于可否受理的论点。他们补充说，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宪法法院在2020年1月28日和2月25日的判决中明确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他们声称，在国内法律制度中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路线。因此，缔约国没有利用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规则所提供的机会来通过本国的司法系统对侵权行为进行补救。他们说，如果某一上诉的最后阶段是在来文提交之后但在就可否受理问题作出决定之前，[footnoteRef:35] 这对委员会来说通常不是问题。 [35: 		Delgado Burgoa诉玻利维亚多民族国(CCPR/C/122/D/2628/2015)，第10.2段；欧洲人权法院，Selahattin Demirtaş诉土耳其(第2号)，2022年12月22日判决，第14305/14号，第193段。] 

5.2	关于案情，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主要援引了宪法法院的裁决，而这些裁决只是评估了有关法律是否被任意适用。他们补充说，缔约国决不会解决在该具体案件中干涉他们的权利是否有理可寻的问题，因为不存在：(a) 暴力；(b) 个别评估；及(c) 公平及公正的诉讼程序。
5.3	就不存在任何暴力行为而言，提交人辩称，《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确立了一项例外措施，因为在诉讼的预审阶段，不得因叛乱以外的任何罪行而暂停某人的职务。他们声称，叛乱罪要求有“暴力起义”的发生，在他们的案件中从未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发生了这种起义，现在一致认为，他们的行动、呼吁和战略不卷入或涉及到暴力。他们补充说，调查法官对法律作了广义的解释，将政治上的和平对抗从政治生活的中心删除。提交人声称，调查法官认为提交人的行为是“暴力的”，主要是因为在示威和公民投票期间，少数参与者损坏了警车，阻挡了警察的通行，还因为警察使用暴力驱散示威者。他们提请注意委员会第37(2020)号一般性意见，其中指出，不应将此类事件归咎于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提倡暴力的人。[footnoteRef:36] 提交人申明，2019年4月，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定，提交人的行动是非暴力与和平的，缔约国显然侵犯了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中六名活动家和政治家，包括三名提交人的权利。[footnoteRef:37] 他们补充说，甚至最高法院最后也承认提交人的政治行动没有达到构成“叛乱”所必需的暴力程度。 [36: 		第17-18段。]  [37: 		A/HRC/WGAD/2019/6, 第114和119段；A/HRC/WGAD/2019/12。] 

5.4	提交人辩称，“叛乱”的指控始终缺乏事实依据，调查法官提出的正式指控是他们被停职的依据，但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依赖于对《刑法》过于宽泛的解释。他们补充说，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的情况下，中止是不相称的，也不是基于《公约》所要求的客观和合理的标准。提交人辩称，对于像在审判前中止基本民主权利这样严重的措施，任何较低的门槛都不符合这一要求。他们补充说，表达自由和政治权利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他们认为，非暴力政治运动受到表达自由的保护，不能被用作限制被选举权的理由。[footnoteRef:38] [38: 		Selahattin Demirtaş诉土耳其(第2号)，第14305/14号，第392段。] 

5.5	提交人指称，宪法法院在审查暂停提交人职务的决定时，没有适当考虑到论点的是非曲直。他们辩称，法院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审查，只是试图确定调查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是否任意、不合理或明显错误，法院排除了这一点。他们声称，法院的推理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对“叛乱”罪的任何解释，如果其中考虑叛乱是否挑战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合理的。[footnoteRef:39] 提交人指出，这种做法完全无视《刑法》所要求的对“暴力起义”的字面解释，会容许将该术语适用于一系列和平的政治质疑，包括根本性宪法改革的倡议。他们补充说，这种做法将取消明确的界限，将叛乱罪(可判处最高25年徒刑，并可能在审判前暂停政治权利)变成一种灵活的工具，用以迫害政治反对派。 [39: 		第11/2020号判决书，第21529页。] 

5.6	关于缺乏个别评估的问题，提交人提到，委员会最近强调，在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必须进行这种评估。[footnoteRef:40] 他们声称，缔约国的分析是错误的，因为它假定仅仅适用《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的行为就构成了充分的个别化，而且根据宪法法院本身的说法，该条作为一个法律事项自动适用，在其适用中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只要法律适用于该措施的条件得到满足。[footnoteRef:41] [40: 		见Arias Leiva诉哥伦比亚(CCPR/C/123/D/2537/2015)，第11.7段。]  [41: 		第11/2020号判决书，第21527页。] 

5.7	关于在限制《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权利方面没有开展公正和公平的程序的问题，提交人辩称，最高法院的判决没有客观地评估对其公正性的质疑，而是武断地认为这些质疑没有道理。他们强调，如果考虑到作出暂停决定的程序阶段，即在一名调查法官单独决定不经过任何抗辩性程序就作出叛乱指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在2021年8月9日的补充意见中，缔约国坚持认为，《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规定，停职措施可在非常具体的情况下适用，因此不是普遍适用的措施。[footnoteRef:42] 它声称，这一规则不是自动执行的。相反，它需要一项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决，这涉及界定每个案件中与导致适用暂停措施的有限和具体情况相匹配的事实。缔约国重申，对个人最终适用这一措施需要加泰罗尼亚议会采取行动(见第4.5段)。它提请注意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根据该判例法，撤销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并不一定需要作出具体的司法裁决。[footnoteRef:43] 它的结论是，关于暂停的法律符合普遍和区域标准，因为它反映了加强公民责任和尊重法治的必要性，并确保民主制度的适当运作和维护。[footnoteRef:44] [42: 		Yevdokimov和Rezanov诉俄罗斯联邦(CCPR/C/101/D/1410/2005)，第7.5段。]  [43: 		Scoppola诉意大利(第3号)，2012年5月，第126/05号，第104段。]  [44: 		同上，缔约国翻译。] 

6.2	缔约国重申，关于停职的决定是在调查阶段作出的，当时调查法官在评估是否有间接证据表明犯了导致停职的罪行。它补充说，这一决定不是最终决定，而是临时决定，在对叛乱行为的诉讼期间适用。它指出，最高法院刑事庭认为，调查法官提到的叛乱罪证据不存在，并在其判决中将这些行为定为煽动罪。因此，调查法官临时采取的暂停措施停止生效。据缔约国称，这一结果表明，在本案中，西班牙刑事司法系统运作正常，调查和审判阶段是分开的，法官是独立和公正的，没有协同工作。
6.3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对事实的评估与调查法官在诉讼中的评估不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违反了《公约》，除非用委员会的语言来说，法官的评估被认为是任意的或涉及司法不公。虽然有可能不同意调查法官的推理，但这不是任意的，也不涉及司法不公。因此，没有违反《公约》。缔约国辩称，委员会在这一点上的原则是明确的，《任择议定书》并没有授权委员会审查国家法院对事实的评估。
6.4	关于提交人声称各国家当局协力反对独立运动，缔约国指出，提交人被审判和定罪的原因是，他们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加泰罗尼亚独立，而没有遵循改革《宪法》的宪法路线，因为宪法允许对领土制度进行修改。它重申，他们的行动违反了法治。它还说，从来没有任何要压制独立运动的愿望。它回顾说，在2017年12月国家政府举行选举后，加泰罗尼亚议会中出现了支持独立的多数派，然后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政府。在2021年2月举行的选举之后，加泰罗尼亚政府再次由支持独立的政党组成。在这一背景下，缔约国辩称，在刑事诉讼中采取的每一项司法措施都旨在确保议会中的多数得到尊重，司法诉讼不影响选举结果。因此，在通过暂时中止提交人任务的决定时，采取了步骤，以他们团体中的其他人取代他们，以便加泰罗尼亚议会中赞成独立的多数不会受到影响。这一措施得到了提交人的支持。
6.5	最后，缔约国指出，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于2021年6月22日赦免提交人的监狱刑期。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上述条款的保留意见，这使委员会无法在同一事项已经在由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的情况下受理案件。委员会注意到，2019年4月，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发布了两项意见，涉及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中的六名活动家和政治家，包括Junqueras先生、[footnoteRef:45] Rull先生和Romeva先生。[footnoteRef:46] 因此，委员会必须决定，就这三位提交人而言，同一事项是否已由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45: 		见A/HRC/WGAD/2019/6。]  [46: 		见A/HRC/WGAD/2019/12。] 

7.3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即《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含义内的“同一事项”必须理解为涉及同一提交人、同一事实和同一实质性权利。[footnoteRef:47]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申诉涉及在对他们发出审前拘留令之后，在定罪之前暂停他们的公职和职务，据称这种暂停违反了他们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享有的权利(见第3.1和3.12段)。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工作组的来文涉及对他们的拘留是否任意的问题。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在提交工作组的来文中援引了《公约》第二十五条。然而，援引这一条并不是针对暂停他们的公职和职位，而是更广泛地说是为了支持他们的申诉，即根据《公约》第九条，对他们的拘留是任意的，因为这是行使《公约》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的结果。[footnoteRef:48] 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工作组的来文不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含义内的“同一事项”。因此，委员会在不考虑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是否构成“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问题的情况下，[footnoteRef:49] 认为根据这一条款受理本来文不存在任何障碍。 [47: 		Petersen诉德国(CCPR/C/80/D/1115/2002)，第6.3段。]  [48: 		A/HRC/WGAD/2019/6, 第27段；A/HRC/WGAD/2019/12, 第24段。]  [49: 		另见Al-Rabassi诉利比亚(CCPR/C/111/D/1860/2009)，第6.2段；Cedeño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CCPR/C/106/D/1940/2010)，第6.2段；以及“Musaev诉乌兹别克斯坦”案(CCPR/C/ 104/D/1914, 1915, 1916/2009)，第8.2段。] 

7.4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在提交来文时，补救办法尚未用尽(见第4.2段)。然而，委员会回顾其长期以来的判例，即在审议申诉时，国内补救办法是否已经用尽的问题是根据审查来文的时间来确定的。[footnoteRef:50] 委员会回顾，程序简约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来文在提交后用尽了国内补救办法，如果因此被宣布不可受理，可以立即重新提交委员会。[footnoteRef:51]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双方提交了补充资料和指称，并已将其转交另一方，请其发表意见和评论，使双方有机会对每一项新的事实和相应的指称提出质疑。[footnoteRef:52] [50: 		除其他外，Al-Gertani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CCPR/C/109/D/1955/2010)，第9.3段；Singh诉法国(CCPR/C/102/D/1876/2009)，第7.3段；Lemercier诉法国(CCPR/C/86/D/1228/2003)，第6.4段；Baroy诉菲律宾(CCPR/C/79/D/1045/2002)，第8.3段；Bakhtiyari等人诉澳大利亚(CCPR/C/79/D/1069/2002)，第8.2段。]  [51: 		Bakhtiyari等人诉澳大利亚，第8.2段。]  [52: 		Lula da Silva诉巴西(CCPR/C/134/D/2841/2016最后程序)，第7.4页。] 

7.5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对国内补救办法的有效性的怀疑并不能免除他们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责任，他们应克尽职责利用国内补救办法(见第4.2段)。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申诉涉及在对他们发出审前拘留令之后，在定罪之前暂停他们的公职和职务(见第3.1和3.12段)，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应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都向宪法法院提交了附带预防措施的宪法权利保护申请，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公职和职务的停职，这些申请最终于2020年1月和2月得到解决。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这些申请未能有效防止他们据称遭受的不可弥补的伤害(见第4.7和5.1段)。当时，委员会认为这些论点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登记个人来文。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目前对指称的侵权行为没有其他国内补救办法，上述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申请使缔约国有机会利用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规则，通过本国的司法系统对侵权行为进行补救(见第5.1段)。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提到提交人在现阶段应用尽的任何其他有效和合理的补救办法。[footnoteRef:53] 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不妨碍受理本来文。 [53: 		同上，第7.5段。Katashynskyi诉乌克兰(CCPR/C/123/D/2250/2013)，第6.3段。另比照参见Randolph诉多哥案(CCPR/C/79/D/910/2000)，第8.5段；C.F.等人诉加拿大(CCPR/C/24/D/113/ 1981)，第6.2段；Muhonen诉芬兰案(CCPR/C/24/D/89/1981)，第6.1段；Sequeira诉乌拉圭，第1/6号来文，第9.b段。] 

7.6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在作出任何判决之前被暂停公职和职务的指称，就可否受理而言，证据充分。由于不存在妨碍受理的其他障碍，委员会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实质问题
8.1	委员会按《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的要求，参照当事方提交给它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称，即在对他们的刑事诉讼期间，在定罪之前暂停他们的公职和职务，侵犯了他们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享有的权利，因为在定罪之前暂停公职：(a) 没有法律规定的合理和客观的理由；(b) 是任意的，因为没有考虑到提交人的个人情况；(c) 没有得到正当程序和公正性的保障(见第3.1和3.12段)。
8.3	委员会说，《公约》第二十五条是民主政府的核心。[footnoteRef:54] 委员会忆及，该条承认并保护每个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和参加公务的权利。无论一个国家采用何种形式的宪法或政府，公民行使这些权利不得被中止或排除，除非根据客观合理的法律规定的理由，并纳入公平的程序。[footnoteRef:55] 委员会注意到，为了使对这些权利的限制被视为依法确立，所涉法律必须是可预测的，这意味着法律的制定必须足够精确，使个人能够根据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它不得赋予负责执行法律的人不受约束或全面的酌处权。[footnoteRef:56] 委员会还回顾，如果对一项罪行的定罪是中止选举或候选公职的权利的依据，这种限制必须与罪行和所判的刑罚相称。[footnoteRef:57] 委员会还回顾，如果这一定罪明显是任意的，或构成明显的错误或执法不公，或导致定罪的司法程序以其他方式侵犯了公正审判权，就可能意味着对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权利的限制是任意的。[footnoteRef:58] 委员会注意到，在对一项罪行作出判决之前而不是之后限制这些权利时，必须更严格地适用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保障。[footnoteRef:59] 因此，委员会必须首先确定提交人在定罪前被停职是否基于法律规定的合理和客观理由。 [54: 		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1段。]  [55: 		同上，第3-4和16段；Paksas诉立陶宛，第8.3段。]  [56: 		在这方面，在《公约》第二十五条的框架内，委员会指出，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标准(Maldonado Iporre诉玻利维亚多民族国(CCPR/C/122/D/2629/2015)，第11.5段；Delgado Burgoa诉玻利维亚多民族国，第11.5段)。另见E/CN.4/1985/4, 附件，第3页脚注和第17段。关于其他权利，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7号一般性意见(2020年)，第39段；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第25段；第35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第22段。]  [57: 		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14段；Dissanayake诉斯里兰卡(CCPR/C/93/D/1373/2005)，第8.5段。]  [58: 		Arias Leiva诉哥伦比亚(CCPR/C/123/D/2537/2015)，第11.6段；Nasheed诉马尔代夫(CCPR/C/ 122/D/2270/2013和CCPR/C/122/D/2851/2016)，第8.6段。]  [59: 		有些权利，如选举权，如果被剥夺自由但未被定罪，则不得限制(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14段)。]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法律并不要求在定罪前将他们停职，因为《刑法》第472条所载的叛乱罪定义只适用于发动暴力和公开起义的人。它还注意到，《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只有在发生暴力行为的情况下才可适用，提交人的行为不能说满足了这一条件(见第2.7和3.2段)。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符合《公约》，因为它规定的中止措施是合理、客观和相称的，而且是在刑事诉讼已经进入后期阶段时采取的(见第4.3和4.4段)。委员会注意到，当事方对《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需要有叛乱指控没有异议(见第4.5和5.3段)。鉴于这种情况，委员会认为，对定罪前停职的合法性的任何分析都必须包括考虑国家法院如何适用《刑法》关于叛乱罪的第472条的规定，这自动引发了《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的适用。委员会注意到，甚至在提出指控之前，提交人就提请注意这两项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叛乱罪的审判对其政治权利的影响。[footnoteRef:60] [60: 		最高法院，刑事庭，2018年6月26日第20907/2017号特别案件，第21页。] 

8.5	关于《刑法》第472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调查法官对事实的评估不是任意的，因此不等于执法不公(见第6.1和6.6段)。委员会回顾其既定判例，根据这些判例，通常应由缔约国法院审查事实和证据或国内立法的适用和解释，[footnoteRef:61] 除非这些行为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明显错误或执法不公。[footnoteRef:62] 然而，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并没有要求委员会确定国家法院对国内法的解释或对事实和证据的评估是否充分。委员会必须决定的是，如上文第8.3段所述，国家法院最初适用《刑法》第472条以及随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的方式是否符合上文所述《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要求(第8.3段)。 [61: 		第3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第26段。]  [62: 		Riedl-Riedenstein等人诉德国(CCPR/C/82/D/1188/2003)，第7.3段；Schedko诉白俄罗斯(CCPR/C/77/D/886/1999)，第9.3段；Röder和Röder诉德国(CCPR/C/80/D/1138/2002)，第8.6段；F.B.L.诉哥斯达黎加(CCPR/C/109/D/1612/2007)，第4.2段。] 

8.6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调查法官指控提交人犯叛乱罪，理由是他们煽动民众抗议，以对国家施加压力，他们甚至承认可能发生暴力对抗，[footnoteRef:63] 包括2017年9月20日和10月1日发生的骚乱和暴力行为[footnoteRef:64] (见第3.2段)。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如果动员公众对国家施加压力以实现宪法改革是中止政治任务的充分理由，政府就可以完全无视《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保障(见第3.5段)。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已提请注意提交人和加泰罗尼亚其他政治和社会领导人所采取行动的和平性质，他们因叛乱罪被起诉(见第3.3和5.3段)。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国内法院最终判定提交人犯有煽动罪，而不是叛乱罪，因为没有实施暴力行为，而这是适用《刑法》第472条所要求的(见第4.1、6.1和6.5段)。委员会回顾，《公约》第二十五条保障的权利与表达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密切相关。[footnoteRef:65] 委员会没有评估当时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提交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即在调查机构决定指控时用来解释实体刑法的意义上的暴力行为，但它注意到提交人敦促公众严格保持和平。它还回顾，“有一种推定倾向于认为集会是和平的”，“一些参与者孤立的暴力行为不应归咎于其他人、组织者或集会本身”。[footnoteRef:66] [63: 		最高法院，刑事庭，2018年6月26日第20907/2017号特别案件，第26页。]  [64: 		同上，第25页。]  [65: 		第25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25和26段。]  [66: 		第37号一般性意见(2020年)，第17段。根据该一般性意见第18段，“在回答集会是否和平的问题时，必须提到参与者的暴力行为。当局或代表和平集会的代理人对和平集会的参加者施加暴力，并不使集会成为非和平集会。这同样适用于公众成员针对集会或反示威参与者的暴力行为”。] 

8.7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关于中止的法律符合普遍和区域标准，因为它符合加强公民责任和尊重法治的需要，并确保民主制度的适当运作和维护(见第6.4段)。委员会认为，缔约国追求这些目标是正当的。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第384条之二规定了一项例外措施，因为它规定在进行刑事审判之前，只有在他或她因叛乱罪被起诉的情况下，才可暂停某人的职务(见第5.3段)。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在定罪前就适用了停职这一例外措施，因此，实施这种停职，其遵守《公约》的标准，原则上是比定罪后予以适用要更严格的(见第8.3段)。这一更高级别的核实更具有相关性，因为国内法院决定将定罪前的停职措施作为一个法律事项自动适用，在如何适用上毫无变更的余地，除非满足了该法下适用于停职措施的条件(见第5.6段)。[footnoteRef:67] [67: 		宪法法院，第11/2020号判决，第21527页。] 

8.8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证明国内法院适用《刑法》第472条以及随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符合《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可预测性要求。同样，在本案的情况下适用了国内法，允许当选官员在定罪之前因据称涉及和平的公共行为罪而被自动停职，不允许对该措施的相称性进行个别分析，因此不能被视为符合合理性和客观性的要求。最后，委员会的结论是，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享有的权利，因为对提交人提出叛乱罪指控的决定，自动导致他们在定罪前被暂停公职，这没有基于法律规定的合理和客观的理由。
9.	委员会依《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资料显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十五条。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子)项，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的补救。这要求缔约国向《公约》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提供充分赔偿。委员会认为，它在本案中关于申诉实质问题的《意见》是对所认定侵权的充分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1.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言广泛传播。


附件
[原件：英文]
		委员会委员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和瓦法阿·阿什拉夫·穆哈哈拉姆·巴西姆的联合意见(反对)
1.	我们很遗憾不能同意委员会的意见。由于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的申诉不应被视为可受理。虽然来文被认为可受理，我们也不会认定提交人《公约》第二十五条下的权利受到侵犯。
2.	提交人是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前成员。2017年9月6日，地区议会通过了第19/2017号法案，授权就该自治区的独立举行全民公决。就在第二天，西班牙宪法法院暂停了该法，等待就其合宪性作出裁决。尽管作出了这一决定，全民投票还是于2017年10月1日举行，43%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见第2.2段)。2017年10月17日，宪法法院裁定第19/2017号法令违宪，无效。加泰罗尼亚议会不管这项裁定，于10月27日宣布独立，但立即被西班牙政府解散。新的地区选举定于2017年12月举行(见第2.3段)。
3.	当时，缔约国的政治局势非常微妙，国家的团结濒临瓦解。不仅在加泰罗尼亚，而且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示威活动，对国家安全和民主秩序构成了重大风险。提交人知道他们公然违反法律和宪法法院的决定所冒的风险，但他们坚持努力争取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因此，总检察长以叛乱罪和挪用公款罪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调查法官于2017年11月2日将提交人审前拘留。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其中一名提交人的这一决定，并为其他人规定了保释(见第2.4段)。
4.	2018年7月9日，最高法院通知加泰罗尼亚议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提交人已被暂停公职和职位，主席团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见第2.6和4.5段)。提交人同意由其议会小组的其他成员替换(见第4.1段)。2018年7月30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提交人就停职提出的上诉。提交人于2018年9月19日和10月10日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宪法权利保护申请，并要求采取预防措施，以暂缓执行暂停他们职务的决定。仅仅两个月后，即2018年12月18日，他们向委员会提交了来文。
5.	在提交来文之日，要求保护宪法权利的申请仍在审理之中，尚未得到解决。有关裁决已于2020年1月28日及2月25日作出(见第4.2段)。宪法法院花了一年时间对这些案件作出裁决，这是进行司法审议的合理时间。至于最高法院，2019年10月15日也及时发布了对提交人定罪的裁决。因此，国内补救办法不是徒劳的，而是有效的，没有被不合理地拖延，因为已经处理了提交人的申诉，甚至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论点。因此，应宣布他们的来文不可受理。我们认为，本《意见》中的推理(见第7.4-7.5段)将使今后极难有效执行《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6.	《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于1988年制定，1994年宪法法院宣布其符合宪法。因此，这并不是一项新的规定，提交人对它是熟悉的。由于提交人的行为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暂停其公职的措施是必要、合理、客观和相称的。这是一名调查法官在刑事调查的框架内，在对当时所有现有证据进行彻底和详细的推理之后，在所有适当程序保障下作出的决定(见第4.4、4.5和6.1-6.4段)。最高法院后来于2019年10月14日裁定，提交人没有犯叛乱罪，而是犯煽动叛乱罪，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工具性暴力，因此立即撤销了停职措施(见第4.1段)。事件的发展反映了国内法院的正常运作，在更详细和充分的证据面前，后来的决定(审判期间)评估和改变了以前的决定(调查法官)。因此，国内法院既没有任意性，也没有拒绝司法，没有对提交人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他们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利(其中大多数人在2019年当选为议会议员)。最终，缔约国政府出于公共利益，于2021年6月22日免除了对提交人的监禁(见第6.5段)。
7.	关于违反《公约》第二十五条的指称，提交人的行为是非法的，不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因此，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诉诸非法手段，而不是现有的宪法途径来改革缔约国的宪法。委员会在意见中试图避开其既定判例――即国家法院解释国内立法以及评估事实和证据的既定判例――的陷阱(第8.5-8.6段)。无论所用的理由多么微妙，它仍然要面对国内法对叛乱和煽动叛乱罪的解释以及《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的适用性。国内法院已经合理和及时地解决了这种解释问题，因此委员会不应作为第四审对这些法院的分析提出异议。缔约国还解释说，《刑事诉讼法》第384条之二的适用不是自动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以个别方式适用于具体案件(见第4.5和6.1段)。无论如何，在国内法院当时面临的严重情况下，所采取的暂停公职措施是合理、必要、相称的，而且是可以预见的。因此，我们不会认为侵犯了提交人《公约》第二十五条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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